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瓷窑址
——一个新的窑业类型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复旦大学

72023 年 3 月 15 日 考古专刊·发 现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张怡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kaogufaxian@vip.sina.com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 50米，
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
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
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 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1984年考古部门曾对其进行局部试掘，砖石结构的桥面顶端
距今地表深4.5米，保存基本完好。

考古发掘收获

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面
积4400平方米。

发掘共布设探方东西两个区域，东侧探方（汴河河道）发
掘面积为 1400平方米，平均发掘深度约为 11米，局部深度已
达13.5米。南北两岸的唐宋时期河堤已经揭露，同时清理出唐
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可知该区域唐
宋时期汴河宽度为 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 9.5～10米，
河底最深处距地表深度为 14.5米。金代河道逐渐淤没、变窄，
河道宽度为22～2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2～9.5米，金末汴
河遭受洪水淤没。汴河在元代开始进行“木岸狭河”工程，河道
继续变窄，河道宽度为 13～15 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 7.4～8
米。明代之后汴河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河道之上修建有房屋
建筑。明初期河道宽度为 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 6～7
米；明末河道顶部宽度变为6～8米，河道底部宽度为2～4米，
河堤距地表深度为 4.5～5.5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清代
汴河经过了简单的疏浚，河道宽度为13～14米，河堤距地表深
度为3～3.5米，河底距地表深度为4.5～5.3米。

目前，经过考古发掘，州桥东侧汴河遗址自唐宋至明清时
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已经较为清晰；在河道底部发现有部分木
板，疑似沉船，大部分被压于西侧探方壁之下，同时受地下水
位影响，暂时无法继续发掘。

西侧州桥本体区域探方完成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经过
考古发掘，清理出部分明末洪水遗迹，倒塌的房屋、砖瓦堆积、
人骨遗骸，揭示了桥面淤没于1642年洪水。清理出洪水上层的
清代道路（8层道路）及建筑遗迹数处。清理出明代晚期的金龙
四大王庙，庙址结构布局清晰，在其下部有一座青砖单拱桥券。
青砖单拱桥券在州桥东侧河道中间，两桥涵洞相通，东西长度
为 8.7米、南北跨度为 9.4米。其时代不早于明万历年间，用石

磨、石磙在河道淤泥上做
基础，结构简单，但其既有
桥梁的作用，亦是金龙四
大王庙的基础。

经过考古发掘可知，
目前发现的州桥是一座砖
石结构单孔拱桥，时代为
明代。桥面南北跨度为
25.4米，东西宽约30米，南
北桥台东西两侧各展出雁翅，加上两侧雁翅，东西总宽约50米。
州桥桥面中间略高，向南北两侧呈坡状，与两侧路面高差为
0.5～0.6米。桥台东侧雁翅上残留有栏杆地伏石，雁翅金刚墙上
部用青砖错缝平砌，下部用石条平砌，桥券用青砖券成，厚六
层，三券三伏，券脸用斧刃石砌筑，桥孔两侧金刚墙用青石条东
西顺砌，高2.88米，矢高3.7米，总高6.58米，桥孔宽5.8米，从桥
孔的侧面平视，桥孔的横截面呈现出类似城门洞的形状。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推测：宋代州桥为柱
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
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州桥正对大内御街，其
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
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
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

本次考古发掘，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有巨
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有海马、瑞兽、祥云等。目前揭露
的北侧石壁顶部距地表深度约6.8米，石壁通高5.3米，雕刻纹饰
的石块有16层，通高3.3米，揭露出来的长度约为21.2米；揭露的
南侧石壁顶部距地表深度约6.7米，石壁通高5.4米，雕刻纹饰的
石块有17层，通高3.4米，揭露出来的长度约为23.2米。

石壁中一匹海马、两只仙鹤构成一组图案，每组图案的长
度约为7.5米，每幅石雕壁画推测共有4组图案（已完整揭露出
来3组，另有1组被明代州桥雁翅所遮挡），推测每幅石雕壁画
总长度约为30米。

石壁的建筑方法为，从目前发掘情况得知，最底部至少为
两层方木，上窄下宽铺垫，方木以上先用六层高约2米左右的
素面青石条错缝垒砌（最底一层青石条丁砌，以上五层均为平
砌）。再上为十四层雕刻有纹饰的青石条平放错缝垒砌（青石

条规格不一，分别为 87×20、84×30、90×16厘米不等），条石之
间似用特殊材料砌粘，极其坚固。最上为青砖错缝垒砌。

石壁从下向上算起，自第七层为雕刻层，每块青石上均有
编号。北侧石雕壁画编号自西向东为“坐十二、坐二十”“上十
五、上二十二”，自下向上为“上十七、士十八”“由十八、山十
六”，编号首字取自中国传统习字蒙书教材《上大人》“上士由
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

南侧石雕壁画编号自西向东为“宙十八、宙十九”“荒二十
三、荒二十四”，下向上为“天二十八，地三十一”“元二十二，黄
二十二”等。编号首字取自《千字文》“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
月盈昃、辰宿列张。”

价值及学术意义

迄今除了揭露出汴河河道及其南北两岸、州桥本体外，另
发现有不同时期的灰坑44座、墓葬2座、水井6眼、房屋建筑基
址 35处、灶 8座、排水道 12座、沟 1条。出土了大量的瓷片、陶
片、砖瓦碎片、铜器、铁器、玉器、骨器、动物骨骼、琉璃器等。初
步统计出土遗物达6万余件，其中挑选出瓷器标本1.9万余件、

陶器标本300余件。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
学术价值及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北宋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
要的影响，其中轴线与汴河交汇处的州桥是最具代表意义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
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的文化高地和精神标识，是运河遗产
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
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
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
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
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
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
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
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 10公里处
的中缸窑子，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
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窑炉13处。2021年至2022
年 10月，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找寻
西夏陵等出土精细白瓷产地等学术问题，宁夏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围绕Y1与Y2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
积 10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
迹，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并在窑
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
的矿坑遗迹。

Y1与Y2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窑顶残。采用条石垒
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护窑墙等组成。Y1残高 2.9
米，Y2残高 3.3米。以煤为主要燃料。风道短狭，顶用石板
与条石棚盖。火膛形制呈弧壁梯形，炉栅采用匣钵与耐火
土烧制的粗大炉条搭建。窑床铺有较厚的耐火砂。烟囱长
方形，位于窑尾底部两侧。

作坊遗迹两窑炉共用，由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
贮间等构成。除釉料缸外，其余均用石块砌筑，保存比较完
整。其中辘轳坑内保留了陶车的木轴等重要遗物。另外在
作坊区内发现了多个带凹窝的大型粉碎石与石杵，当是加
工石英的区域。窑场外围的山坡上，发现了瓷土矿坑、挖煤
坑与石英矿坑，瓷土与燃料均为就近取材。

窑业废品堆积均位于作坊之外、窑炉前端下坡较低地
区，以匣钵为主，包括大量的烧结块、红烧土、灰烬以及垫
饼等窑具，瓷片数量并不多，表明该窑场烧成率较高。

瓷器产品均为精细白瓷，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
主，亦有花口瓶、梅瓶、执壶、罐、洗、灯等大型器物与白瓷
板瓦等建筑材料。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泛青，施釉均
匀，玻璃质感和透光性极强。素面为主，常见花口与瓜棱等
简单的装饰，以造型与釉色取胜。

窑具包括匣钵、垫饼、支烧具以及测温锥、垫圈等，以
匣钵为主。匣钵均呈直筒型，高矮不一，胎质较粗，但胎色
洁白，且口沿处涂釉一圈。均使用匣钵正烧，碗盘类等器物
在匣钵内多件涩圈叠烧，瓶、罐类等器物单件装烧，器物与
匣钵之间均使用垫饼垫烧。白瓷板瓦使用垫条垫烧，瓦之
间使用泥点间隔。匣钵之间用釉封口。

根据出土器物，Y1与Y2为西夏时期，始烧于西夏早期
偏晚，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重要窑场，考古发掘
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
要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白温润，透光性超强；工艺
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并创造性地在胎、釉中添加石
英，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面貌上以造型与釉色取
胜而少见北方地区流行的纹饰，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
树一帜。该窑址的文化面貌与审美不仅迥异于本地区同一
时期以黑釉刻花与化妆土白瓷为特征的灵武窑，亦与流行

大量刻花装饰、作为这一时期白瓷主流的定窑及定窑系白
瓷，在器型、装饰审美、装烧工艺诸多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
差别，是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
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极大地拓宽了我国精细白瓷烧
造的版图，对于探索两宋时期我国制瓷业的交流与发展意
义重大。由于在贺兰山内还发现几处窑业面貌与其相同的
窑址，可称之为“贺兰窑”。

第二，发现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理清
了窑场的基本布局、窑炉结构等窑业基本信息。窑场以两
座窑炉为中心，主要有作坊遗迹和废品堆积，另外在窑场
周边的山坡上发现瓷土矿、石英矿与煤矿，因此整个作坊
遗迹包括了采矿、粉碎、贮存、拉坯、上釉、晾坯到烧成的完
整制瓷序列，可以完整复原制瓷工艺流程。尤其是瓷土矿、
石英矿与煤矿等资源在窑址区同时发现，这在我国陶瓷考
古上尚属首次。

第三，找到了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本窑址烧造的
产品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
的精细白瓷以及建筑构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

“官”字款，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
窑”的性质。

第四，发现了独特而高超的窑业技术。首次发现了在
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出
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反映了其技术来源的复杂性和对
瓷器质量要求的高超性。首次在瓷胎、瓷釉中发现大量使
用石英的制瓷技术。瓷胎中添加石英（二元配方），在烧成
前能缩短胎体干燥时间和防止胎体变形，在烧成时能增加
胎体的结合能力，烧成后能增加胎体的机械强度和透明
度；胎釉中添加石英，能增加釉面的润度、亮度、耐磨度、透
光度。该技术在现代定窑制瓷工艺和我国现代工业制瓷中
广泛使用。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首次发现，在我国的
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

第五，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
展进程。本窑址的马蹄形窑炉根植于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
窑炉类型；涩圈叠烧技术也来自定窑等北方地区瓷窑；典型
器物如高圈足碗、瓜棱深腹罐等，其釉色、器型与北宋晚期
至南宋早期的湖田窑相似；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来源
于南方地区上林湖越窑；以造型与釉色取胜的审美趣向，与
南方地区龙泉窑、南宋官窑、建窑等接近，与北方地区以装
饰取胜的定窑、耀州窑等窑有较大的差别。表明该窑址作为
西夏的代表性窑场，在吸收北方传统窑业技术菁华的基础
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越窑和龙泉窑等先进的窑
业技术和审美趣向，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充分反映
了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鉴于苏峪口瓷窑址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本项目继续有计划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同时加
强科技考古和资料整理，深入发掘和阐释其内涵与价值，
并尽可能地做到原址保护与展示。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章灵丘
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清代墓葬102座，
其中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最为重要。

张荣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砖雕墓（5座）、石室墓（9
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
均为 190度左右，深度大多 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盘、瓷
瓶、瓷罐、香炉、铜镜、镇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组），其中
官窑和青花瓷器共计 40余件。另外，还发现石碑 4件、龙纹碑
首 2件、赑屃碑座 1件、石翁仲 4件、石羊 3件及其他与陵园神
道相关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济南王（张荣）神道碑、
济南王（张荣）子孙谱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济南王神道碑
残长180厘米，记载了张荣的生平事迹。济南王子孙谱碑残长
206厘米，共记载了张荣及其子孙共计六代的谱系官职情况。

出土的“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神道碑”“子
孙谱碑”及石像生，均与M83（张荣墓）开口同一层位，分布于
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位于墓
道西南约1.8米处，“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约3米处，“子孙谱
碑”位于墓道东南约12米处，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约30米处。

墓地北端中部的砖雕壁画墓 M83（张荣墓）规模最为宏
大、结构复杂，由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及5个
侧室组成，通长 34.2、最宽 15.1、深 6.3米。墓道平面呈长梯形，
底为台阶加斜坡式。两门楼中上部两侧设弧形翼墙，券顶门洞
之上现存三层仿木结构，上下均为斗拱、中为格扇门，后门楼
上层设一墨书“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边形外、其余各室
均为圆形，直壁、穹窿顶。后室三侧室仅建造直壁部分，未与后
室连通。墓室内砖雕较少，仅中、后室设斗拱和灯檠，后室三侧
室内各一灯檠。门楼和前、中、后三室内壁均布满彩绘。门楼主
要为缠枝花卉；前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斗拱立柱、侍女
图、各类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鸟图、缠枝牡丹、仪
仗出行图等；后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花鸟图、盆栽花卉、
婴戏图、宴享图、备宴图、晾衣图等；后室南过道东西两壁各绘
一执戟武士。其中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等是
山东地区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墓室虽多次被盗，仍出土随葬品
200余件，多为残陶俑。

其余 4座砖雕墓均为单室，2座（M79、M82）位于M83 南
侧一排，应为张荣的子辈墓葬；2座位于M79南侧一排（M78、
M80），应为张荣的孙辈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双层彩绘
仿木砖雕门楼，M79门楼中上部设一墨书“静安堂”的斗形匾。
M79出土“宣授淄州节度使”碑刻一块。

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门、甬道及墓室组成。墓门多拱形，石
板封门；墓室多单室，平面圆形或方形，穹窿顶中部设有莲花
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门处有一壁龛。M77、M81石门由门楣、

门柱、门扉及封门石板组成。M81门外砌筑八字墙，墓壁东、西
两侧底部各一狭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门、
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室近方形，叠涩顶；中、后室墓顶合为
两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长方形；后室由石柱分为四室，东二、东
一室分别发现一石碑及碑盖，石碑刻有“宣授济南路诸军奥鲁
总管张公灵柩”。

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其中，
M49墓道东壁下部近墓门处设一壁龛，青砖封堵，内有葬具一
棺，棺内有幼儿人骨两具。

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结合相关
文献，墓地至少包含至张荣玄孙的墓葬，时代贯穿整个元代。
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为张荣墓；第二排为张荣子辈墓，
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张邦杰（M82）、张邦直（M68）、张邦
彦（M81）、张邦允（M79）、张邦孚（M77）、张邦昌（M74）。

张荣为汉人世侯，被追封济南王，在《元史》《新元史》有列
传。共有七子、四十孙，子孙亦多居官位，部分官职较高，其十
四位子孙在史书有记载。其中，张邦杰、张宏、张邦宪、张宓分
别被追封为齐郡侯、齐郡公、济南郡公等高级爵位。

张荣家族墓地是山东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附属物
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资料最丰富的元代墓地，意义重大。

张荣墓（M83）是目前全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
壁画最丰富的元代墓葬，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的结构为国内
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其后门楼和M79门楼设置墨书“堂号”斗
形匾的形式亦极为罕见。

发现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如 M49、M50 在墓道中设置壁
龛，尤其M49壁龛内埋葬人骨的现象在山东元墓中首次发现，
全国亦为罕见；M81的八字墙或为后世墓葬中此类设置的滥
觞；另外在M83东南部发现明堂遗迹。

发现的石翁仲、石羊、望柱、神道碑、家谱碑等陵园构件为
研究元代陵园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碑刻铭文可与《元史》等
文献相互勘证、补史之阙，同时为研究元代时期汉人任用制
度、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墓地布局规整，明显经过规划，对研究元代汉人，尤其是
王侯家族的墓地选择及布局、墓葬形制选择、随葬器物、墓上
设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以张荣为代表的
汉人世侯家族的兴衰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

丰富的壁画内容和陶俑等随葬品形象展示了民族融合的
情景，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瓷器种类繁多，含钧窑、龙泉、磁州、景德镇等多个窑
系，对南宋和元代瓷器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元代丧
葬用瓷和贸易交流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元青花瓷器是济南首
次发掘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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